
兰芳憾事的异乡留痕

——从东马伦乐忠臣庙的罗芳伯崇拜谈起

王琛发  

        1992年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饶尚东与田英成合编的《砂劳越华族研

究论文集》，收录了房汉佳撰写的《伦乐华社之今昔》，其中有几段文字记载了

当地忠臣庙供奉罗芳伯的英灵崇拜。

        有关罗芳伯的生平，自然已经是史家们所熟悉的。他在18世纪以“兰芳

公司”名义聚众开辟西婆罗洲，从东万律(Mandar)出发，到坤甸(Pontianak)、南

吧洼(Mangpawa)及山口洋(Sinkawang)等地皆入版图，自称“大唐客长”，纵横数

千里土地，在其统治区内实行选贤与能的传统禅让与近代民主制的结合，可说是

亚洲共和体制的先驱。罗芳伯为有心研究的后人留下许多尚待讨论发掘的课题，

这里已不必细提，重要的是，房汉佳先生文章的大方向虽不是谈忠臣庙，但他对

于伦乐华人祭祀罗芳伯的信仰历史，虽然只是短短的几段记载，亦足于让我们清

楚，罗芳伯的庙祀，并不限于在今日属印度尼西亚的坤甸，而且曾经随着西婆罗

洲的华人不堪荷兰人压力，香火相传到今日属于马来西亚领土的砂劳越。

       这也就是说，身处马来西亚的客家人，除了把他们从中国的信仰带到马来

西亚的土地上，以及在马来西亚本土以崇德报功和慎终追远的心态把他们在地的

一些先贤也神圣化，他们也可能会执着原先在南洋某一个地方已经神化的英灵崇

拜；随着他们必须拓殖另一片新土地的历史进展，他们亦会把他们数代以来对某

位先人的英灵崇拜带到与那位先人生前无关的新家园。这样的情形，其实并不是

罕见。事实上，像森美兰盛明利化身为神的信仰，就是由他的弟子叶亚来等人带

到吉隆坡，以致他的英灵后来被宣告为吉隆坡和许多新开发矿区的保护神。即使

在槟城的海珠屿大伯公，也一样在吉打州的亚罗士打出现了维持“海珠屿大伯

公”名号的分香。只不过，对罗芳伯的崇拜却是走过领土边界，跨越了过去属荷

兰人、现在属印尼管的坤甸，进入过去属英国人、现在属马来西亚的领土。因此

马来西亚华人对的罗芳伯崇拜就变成了跨国传播，成为流传到马来西亚的邻国客

家人的本土崇拜。崇拜者的祖辈是带着对罗芳伯的崇敬、带着他的神位上路，从

一个异乡走向另一异乡，寻找他乡的落脚地。当他们最终在砂劳越建庙供奉灵位，

代代流传，到后来日旧他乡作故乡，忠臣庙也成了砂州历史，我们当然可以肯定

它是属于本土的；但追索罗芳伯生前的足迹，这是他异地图谋的大业到了后世功

败垂成后，在他意料以外的事，从这一角度来说，供奉罗芳伯身为的忠臣庙当然

是外来信仰的本土化。

        笔者虽然没有亲自到过伦乐或坤甸，然而根据文章内容，还是觉得方先

生文中对罗芳伯信仰的记载，给笔者带来不少的启发，也拓展了思考的空间。

 

                                                                      二

 

        根据房汉佳的纪录，忠臣庙是伦乐的四座老神庙之一，在伦乐中华公学



后面的这座忠臣庙供奉有三块神牌由右到左分别是：罗芳伯与徐胜伯的灵位、官

云伯的灵位、宋古成的灵位。房汉佳说这三块神牌的大小、颜色、字体都完全一

样，据说是西婆华人逃避荷兰兵追杀，越境逃难时一同携带过来的。基于1795年

罗芳伯去世时，兰芳故人已在兰芳自治势力的首府东万律立忠臣庙，将罗的灵位

入祀；因此，伦乐忠臣庙的渊源背景可能是由于1830年代兰芳公司开始式微，大

批华人移居砂劳越的那数十年间。1

         庙史方面，房汉佳的纪录是“该庙始建于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年。建

庙的目的，也是为了纪念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领袖，表旌他们的忠心义胆，所以

也效东万律的前例成为忠臣庙，以示不忘所本之意。……忠臣庙在十年前已由伦

乐中华公会的习俗组加以重修，面貌焕然一新。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于兰节或中

元节)，这座庙都举行隆重的祭拜忠魂仪式。” 2

        房汉佳也说：“除了伦乐埠之外，英吉利里亦有一座忠臣庙，现已倒塌

了。石隆门的将军庙以前亦称为忠臣庙。这三座忠臣庙应是同出一源，香火都是

从东万律的忠臣庙传来的。” 3

        从以上的说法，我们可解读到，从当地的历史脉络来说，忠臣庙的存在，

配合了房汉佳“伦乐许多华人祖先来自西婆，乃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直到

今天，则是有许多人物可以作为佐证” 4的说法，不只是可以互为佐证伦乐客家

先民与西婆原来的华人垦殖史的渊源，而且直接证明他们和罗芳伯的系统相关。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也不限于伦乐，像旧时常称为马杭埠的打马庚地区，1960年

大埔同乡会采访邑人，当地唯一的大埔族人朱永富一家便自承是祖父参加兰芳公

司后期的抗荷战争失败，先退到石隆门，再逃到打马庚，1960年代已在当地子孙

百余。5但是在当地，似乎没有相同的对罗芳伯的公共庙祀。

         对照其他一些资料，我们还可能结论，房先生可能已经为砂劳越唯一的

作为公共庙祀的罗芳伯信仰留下纪录，功德无量。

        据西婆大港公司领袖黄连怀后人黄光明 2001年在报章发表的回忆，黄连

怀在1854年抗荷斗争失败、率部队转进砂劳越时之前，“大港”、“三条沟”、

“兰芳”三公司早在1837年已经在荷境爆发过战争；在砂劳越石隆门的领导十二

公司的刘善邦，是从“三条沟”分出去的，刘善邦在黄连怀初初退进石隆门时曾

约黄合作抗英不果。6许云樵在1979年曾根据“兰芳公司历代名册”指出，大港

公司是在1850年击败荷人收复兰芳多年失地，两年后，当时的兰芳总长刘生“反

助荷人拒大港同胞，擒其首以献公班衙……始知翁婿皆汉奸”。7许的说法相当接

近黄连怀兵败渡河的时间。另外，刘伯奎则曾在1983年发表文章，说明十五分公

司主要人员肯定来自西婆大港公司，而刘善邦则可能是离开大势已去的坤甸后才

去投靠三发的三条沟公司，不能相容才转向石隆门，之后大港公司也有部分人在

荷军进攻大港公司之后到砂劳越加入十二公司；他因此论说，十二公司与十五分

公司的人员，虽然来自西婆罗洲，但是派系不同，又不是属于罗芳伯大总制的一

系，而明争暗斗。8

        从上述有关记载，可知英吉利里十五分公司的忠臣庙和石隆门的将军庙，

各有各的来历，与当时已经式微的西婆兰芳公司不是直接薪火相传的系统。他们

和伦乐的忠臣庙同是出于对已故袍泽兄弟慎终追远的华人信仰传统，但前二庙则

不一定与供奉罗芳伯神主有直接关系，“忠臣庙”可说仅是个通用于同一概念的



名称。这一点，刘伯奎上述亲访现场的文论，亦说明三义庙是供奉石隆门战争的

刘善邦等，而当年十五分公司的营地前端的英吉利里忠臣庙，供奉的是忠于职守

和抗荷有功人员的神主。9

        除非当时是有一整个群体的大部队一起转进， 三三两两的个别人等甚至

可能需要伪装上路，在面对危难而必须出亡之刻，是难于带着会曝露本人身份来

历和群体认同的神主牌。因此，“据说是西婆华人逃避荷兰兵追杀，越境逃难时

一同携带过来” 10的说法很重要，已足于说明这里是兰芳公司的余部向砂劳境内

撤退之地，也可能是唯一能集体安定下来为罗芳伯崇拜在荷印境外留下显着遗迹

的地方。

        房先生的文内曾提到当地有一以讹传讹的说法，以为罗芳伯1914年曾率

领一批华人逃难当地，11其实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兰芳领土的居民部众会集

体离开家园，转到砂劳越从头开始，也只能是在兰芳积弱和外敌摧残之后，这是

人之常情。1846年，刘鼎继任大唐总长改“兰芳”纪元为“乾兴”纪元之后荷人

与土人形成的外患日多，1854年，兰芳最后一任总制刘生反助荷人对付大港公司，

以后又一再和荷人密约割地，这时的兰芳领土实权其实已经只剩下东万律；到

1884年，荷兰人乘刘生举殡进据东万律总厅，撕毁兰芳大总制旗帜，逼刘生家人

交出历代印信，兰芳部众梁路义等与荷人战，收复总厅又为汉奸出卖，1886年供

奉罗芳伯牌位的东律万总厅被荷人所毁、梁路义出亡吉隆坡，兰芳事迹已是尾声，

1912年荷兰人正式宣布将东万律兼并入版图。12如果这时期的兰芳旧部有不堪回

首之念，到1912年后更难适应。1890年之前，先有其中一个不接受荷兰势力的兰

芳系统，掩护故主灵位逃向邻近的伦乐，1914年引来最后一批离开伤心地的流亡

者，翻山越岭朝着故主灵位的方向渡江前进，也是很可能的。

         

                                                                三

            

        房汉佳先生在文中描述他说见到的罗芳伯牌位时，说：“据说徐胜伯实

为罗芳伯的别名，因此两人其实只是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神牌文字的写法。关于

罗芳伯的名字，它的写法是‘讳芳罗’，这是完全正确的。” 13

        从文章所附的相片，我们可以见到的是“讳芳罗”三个字在左，“胜

徐”两个字在右，夹着中榜正中一个“伯”字，在“伯”底下距开一个字的空格

后还有“先生神位”四字。按一般对神主的格式要求，这样的写法，徐胜伯与罗

芳伯应当是两个人，而“伯”字也不是他们的名字的一部分，应当是对大家认为

德高望重的长辈的一种尊称。

        我们看许云樵引用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里头兰芳历代总长由罗芳

伯起是江茂伯、阙四伯、宋插伯、刘台二、古六伯，而古六伯前后那些在后人评

价中带有瑕疵而且贡献不大的，名字后就少了个“伯”字。14在和西婆相距了南

中国海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惠州会馆，其先辈任甲必丹之创设人吴长伯、邓佑伯、

黄三伯，也都人人名后拖个“伯”字。15再看马来西亚一些客家地区过去以来流

行在担任乡长的长辈名字后加个“伯”字尊称，因此南洋客家曾有此尊重长辈的

美德习俗，也是不争的事实。一般族谱，本族平辈的命名是第一字论排行辈分，

要说他们父母命名时都替他们在名字尾加个叫起来会乱了辈份的“伯”字，在讲



究辈份的时代似乎难以想象；即使个别人真有此事，但凡名“伯”不是总长就是

甲必丹，可能也太巧了。因此，虽然也有从后来的墓碑说“罗芳柏”是其原名，

但若伦乐的神位是由西婆罗芳伯系统的忠实残部在1890年之前拼死护送到伦乐重

新立庙供奉，论年代以及论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当取房的说法：“它的写法是

‘讳芳罗’，这是完全的正确。”

        我们再看客家人的习俗里，对朋友的祖父、祖父的朋友、祖父的同庚，

以及换帖兄弟的祖父都称太老伯，对朋友、换帖兄弟的父亲、父亲的朋友文雅则

称为伯台，16因此，也就知道“太伯”、“伯”原本都是旧式社会及通用的。只

不过，这几位“伯”的历史事迹，毕竟难以考证。伦乐忠臣庙的神主之中，也许

其中一位即是渡河越岭到伦乐的领导，又或当地的开拓头领，这就有待有心人进

一步对照当地、荷兰、西婆官方或民间所能留存的文献。17如此便有可能重整一

部在枪林弹雨中背着神主牌过河的辛酸史。18

       至于“先生”尊称，令人想到了天地会称呼“陈近南先生”的传统。由此

可见，这毕竟是一个群体对他们本身方才拥有的历史人物的纪念，而这记忆是从

别处带来的，最初成立忠臣庙的意识，毕竟不是面向大众，而是为了自己人的安

定下下来，寻找一处凝聚历史记忆的空间。

 

                                                                    四

 

        黄光明谈到其高祖父撤退的历史，是在后有追兵的滂沱大雨中编竹筏，

队伍带着渡河的两箱黄金也只能沉在河底，当时大家祭拜天地祝愿“有一天中国

人的势力能伸展到三发时，希望这两担黄金会浮起来”，许多分批渡河的人员来

不及渡河就丧命当场。19这虽然不是描写兰芳残部的事迹，但是相信逃亡者的命

运总是一般。

        1890年的历史，从西婆延伸到砂劳越，留下的是一间忠臣庙，庙祀着比

1890年更早一个世纪的人物，以及一些继承他的已不能清楚其生平的后继古人的

灵位，这个人物又比相传早在130-150年前开埠的伦乐历史20更早了一个世纪。

        这是一间由外来变成本土的英烈祠，它拜的是一个人，然而这个人本该

是邻国长期历史的象征。当史家们继续讨论兰芳“共和国”的辉煌历史时，是否

也应重温它失败的原因？尤其是最后那段刘生父子之间父传子、子死再传父的历

史时代。21正是在这个人的时代，一段华人在海外“立国”的神话结束，其先烈

祠也走到边境的另一片土地上才安顿下来。兰芳公司的历史句号，或许竟不该是

划在坤甸，而是停留在砂劳越的这个面临加央河、背着加宁山的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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